
收稿日期:
 

2023-10-2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科研与创作课题“数字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社交平台意见领袖的杭州旅游驱动路径研究”
(2023KYY020)

作者简介:
 

赵雪,硕士,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字营销;张金凤,硕士,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

引用格式:赵雪,
 

张金凤.
 

网红直播带货售后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直播生态下的多主体演化博弈[ J] .
  

技术经济,
 

2024,
  

43( 4):
   

143-158.
ZHAO

 

Xue,
 

ZHANG
 

Jinfeng.
 

Multi-subject
 

evolutionary
 

game
 

in
 

the
 

live
 

ecology:
 

The
 

impact
 

of
 

after-sales
 

service
 

of
 

Web
 

celebrity
 

live
 

streaming
 

on
 

consumer
 

behavior[J] .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24,
 

43(4):
  

143-158.

网红直播带货售后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直播生态下的多主体演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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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00)

摘　 要:
  

网络直播带货的售后服务持续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成为网红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梗阻。 本文在厘清网红主

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构建直播生态下的三方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并仿真分析不同主体行为在收益类、损失类和

系数类参数变化下的演化博弈过程及规律。 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本文兼顾直播平台、网红主播和消费者的“多元”属性,延伸

了消费者在直播消费过程中的情感收益。 主要洞见:网红主播在高效售后的状态下,对带货收益敏感度较高,对消费者冲动消费

带来的超额收益敏感度较低;消费者对网红主播的情感依赖与消费意愿呈现同向变化趋势,网红主播的售后态度与平台的监管

强度同步变化;在网红主播高效售后的情形下,即使消费者的功能收益较低和退换货率较高,其消费意愿并不会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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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公众接触信息的行为方式,使得具有垄断性影响力的公共话语出现缺失,因此缔

造出多种多样的意见领袖,也被称为网红。 他们依托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推广,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和定向营销市场,便形成了完整的网红经济产业链条。 当网络直播与网红经济相结合,使我国移动互联网迎

来“直播+”时代。 根据 2017—2022 年各年度的《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直播电商市场交易规

模从 196. 4 亿元增长到 35000 亿元,四年增长率分别为 227. 7%、189. 57%、83. 77%、48. 21%。 此外,2023 上半年

直播电商交易规模约为 19916 亿元,预计全年交易规模达到 45657 亿元,同比增长 30. 44%。 这反映了直播电商

行业的高速发展,同时也表明行业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 然而,随着网红经济的快速发

展也滋生了很多问题,仅消费保平台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累计收到直播电商行业相关投诉 10797 件,同比

增长 152. 6%,问题主要涉及虚假宣传、退款纠纷、售后不善、发货纠纷等,凸显了“直播很卖力,售后玩消失”的
行业弊病。 因此,可以发现售后问题作为直播领域重要的现实问题,足以体现其研究的必要性。

在经历了 2017 年以来的野蛮生长以后,现如今我国网红经济的发展已然进入涵盖视频、时尚、直播等网

红类型的 3. 0 时代。 目前网红经济逐渐进入产业化,出现了大量网红包装机构(MCN),这些网红经过公司

的包装、专业化的培训和操作,在直播间实现了将公域流量转化为私域流量。 因此,网红经济被认为是一种

粉丝经济,通过在直播间的自身影响力,成功将粉丝文化转化为销售数字。 这不仅是一种市场动态演进,也
突显了网红经济的商业化特征。

国内把网红主播称为“产品的意见领袖”,认为网红主播与消费者之间是“意见领袖与粉丝” “偶像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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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线上导购与顾客”的关系[1] 。 在“直播+”时代,网红主播容易通过视觉场景构造出不同类型的仿真形

象,塑造固定“人设”的语用身份,是网红短时间吸取流量的一种方式[2] 。 对于专业的网红主播来说,在直播

的过程中通过深嵌式营销引导受众的“虚假需求”,以网红商品的符号化激发受众身份建构的欲望,实现对

受众的消费驯化[3] 。 这种“直播套路”体现在网红的语言提示以及弹幕的实时互动上,使得多数平台用户陷

入所制造的“消费陷阱”之中。 郑军等[4]研究发现,直播的社会临场感和体验价值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

买意愿。 此外,影响消费者消费意愿的因素还包括主播的努力水平与直播产品的销售价格[5] 、主播推荐的

产品类型[6] 、主播的性别和身份[7] 、主播的个人属性[8]等。
在国外,网红被称为“ Micro-Celebrities” “ Social

 

media
 

celebrity” “ Web
 

celebrity”,是社交媒体的衍生

物[9-12] 。 对直播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吸引客户以及促进客户参与度方面。 Wongkitrungrueng 和 Apiradee[13]

发现以 Facebook 为代表的直播服务中,消费者对卖家的信任程度可以直接影响其在观看直播过程中的购物

行为,并认为这是商业成功的关键。 Vinia 和 Sinta[14]选取 Instagram 平台,认为直播购物流程从促销、互动和

交易三个主要步骤开始。 Wu 和 Fang[15] 研究认为不断上升的粉丝数是提高网红直播收益的重要因素。 Li
等[16]发现消费者对网红平台的信任都会极大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Apiradee 和 Nuttapol[17] 将产品学习

获取中的相对优势和吸收能力理论与直播相结合,展示了直播在提高消费者产品知识吸收能力方面的重要

性。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还包括价格促销、视觉吸引力、消费者之间的人

际互动、时间压力、网红的专业性和形象等[18-19] 。
本文主要涉及两个理论基础,即沉浸理论和依恋理论。 沉浸理论( flow

 

theory)认为当个体进入沉浸状

态,会产生不受自身意识干预的连续行动,这个过程是一种“沉浸体验” [20-21] 。 Lee 和 Chen[22] 发现消费者的

沉浸体验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Meng 等[23] 认为网红的直播形式可以激发消费者的情绪,进而提高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 Jay 和 Ramzan[24]认为直播现场流动性的氛围影响着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此外,对于喜爱

的网红,粉丝的“追星”心理影响其作为用户的消费心理,这是因为粉丝与网红之间存在一种依恋的情感联

结。 依恋(attachment)理论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倾向,即主动地寻求保护和归属[25] 。 目前已被应用到社交媒

体中,Vaillancourt-Morel 等[26]把依恋理论应用到 Facebook 直播中主持人与用户的关系研究。 Feng 等[27] 认

为通过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提高消费者对网红的依恋程度,提升用户的购物体验。 Park 等[28]基于依恋理论

解释社交网站用户的电子口碑采纳。 在本文中,依恋是在网红直播的 3. 0 时代背景下,直播用户对网红的情

感联结,影响用户的消费行为。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当前对网红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网红直播的运营模式;二是如何

提高消费者在网红直播带货过程中的消费意愿。 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忽略了网红直播带货所面临的售后问

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些网红已经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但多数网红仍然是在商家的委托下进行直

播带货,兼具“中介”身份,因此售后服务对商家的品牌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29-30] 。 作为“产品中介”和“产

品意见领袖”,网红在解决产品销售后的问题上理应承担责任,包括协调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网红主播理应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直播平台理应担任合理监管的角色;而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消费者的情感变化、消费后的损失,以及与网红和平台之间的信任程度等。
对此,本文兼顾平台、网红主播、消费者的“多元”属性,延伸了消费者在直播消费过程中的购买意愿。 在消

费者的策略选择中,本文强调了情感收益的增加,来源于消费者在冲动消费后获得的情感安慰和对网红的

“追星”情感。 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充分体现了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深入剖析网红与消费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并引入依恋

理论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增加研究价值深度和扩大了依恋理论的应用范围;二是将沉浸理论和依恋理论

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网络经济的视角探讨网红直播带货的售后问题,为网红直播问题研究提供更为翔

实的理论支持。 同时,本文还在实践层面为平台监管、网红处理售后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以及消费者在直播

过程中的购物选择和商家选择网红的标准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研究构

建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在平台监管下,网红主播的售后服务态度对消费

者消费意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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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播生态下的演化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本文博弈主体涉及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三方,网红主播和平台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直播平台

拥有公域流量池,可以根据网红的直播带货效益进行流量分配,推动网红发展提升其名气,而网红的名气决

定其可以为平台的宣传程度。 网红一方面通过自身影响力获得私域流量,另一方面可以将平台给予的公域

流量私域化,获得更大的直播效益。 网红通过直播获得的收益需要被平台抽取提成,而平台根据收益提成

把握网红之间的流量分配,以此达到互相成就。 消费者和平台两个主体兼具“多元属性”,消费者兼具平台

用户身份,平台兼具电商身份,消费者由于网红主播产生的损失同时影响网红的收益、平台的收益以及平台

对网红的流量分配。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 1:三方的策略选择。 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是:高效的产品售后服务,低效的产品售后服务,概率分

别为 x,1 - x 。 高效的售后服务是指网红在完成售卖产品后,仍然可以积极与对产品存在任何问题的消费者

沟通,或代替消费者与产品委托商家沟通,解决消费者存在的任何问题并帮助消费者完成退换货流程。 直

播平台的策略选择是强监管,弱监管,概率分别为 y、1 - y 。 强监管是指直播平台对违反规定的网红实施较

强的惩罚力度。 消费者的策略选择是:冲动消费,理性消费。 概率分别为 z、1 - z 。 冲动消费是指消费者在

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无计划、无意识的购买行为[31] 。 与实体购物相比,在线互动可以促使消费者虚

拟触觉的形成进而增加消费者的购物欲望[8,32](H1)。
假设 2:网红主播售后的决策假设。 假设网红选择高效售后时获得的基础带货收益为 G ,选择低效售后

时获得的基础带货收益为 D 。 当消费者冲动消费时,网红可以获得超额收益Wi( i = 1,2;W1 >W2),W1 和W2

分别为网红选择高效和低效售后时,消费者给网红带来的超额收益;当网红选择低效的售后服务时,会影响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进而减少购物或把视野转移到其他网红的直播间,这种流量转移给网红带来的损失记

为 Qi( i = 1,2;Q1 > Q2),Q1 和 Q2 分别为网红选择低效售后时,冲动消费和理性消费的消费者为网红带来的

损失;当直播平台实施强监管时,低效的售后服务会使网红主播面临直播平台的处罚 K (H2)。
假设 3:直播平台监管的决策假设。 直播平台的收益主要来自对网红主播收益的抽成,当平台强监管

时,可以及时发现网红在直播过程中的问题,规范其带货行为,对于收益良好的头部网红给予一定的流量倾

斜和定向推广,让平台获取更多的收益。 本文假设直播平台对网红带货收益的抽成系数为 αi( i = 1,2;α1 >
α2),α1 和 α2 分别为直播平台强监管和弱监管时对网红的抽成系数。 在直播带货场域下,考虑到消费者和平

台的“双元属性”,直播平台的监管态度和网红主播的售后服务会影响平台用户的流失,进而影响平台收益。
假设在直播平台弱监管的情况下,用户流失给平台带来的损失为 Qi( i = 3,4;Q3 > Q4),Q3 和 Q4 分别表示在

网红选择低效售后服务和平台选择弱监管时,不同消费类型的平台用户流失为平台带来的损失(H3)。
假设 4: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决策假设。 假设消费者在直播间理性消费时获得产品的功能收益 F ,冲动消

费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功能收益 A ,且额外获得情感收益 E [33] ;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直播间购买产品后,存在

退换货的可能。 冲动消费的消费者更多是因为冲动购买不需要的产品而退换货,理性消费的消费者由于质

量问题或者个人喜好而退换货,记消费者退换货的概率为 hi( i = 1,2;h1 > h2),h1 和 h2 分别为消费者在冲动

消费和理性消费时退换货的概率。 退换货给消费者带来效应损失为 Si( i = 1,2,3;S1 <S2 <S3) ,其中网红选

择高效的售后服务时,消费者产生的效应损失为 S1,网红低效售后和直播平台强监管时,消费者产生的效应

损失为 S2,网红低效售后和直播平台弱监管时,消费者产生的效应损失为 S3。 需要说明的是消费者的效用

损失与其退换货的概率成正比[34](H4)。
假设 5:直播平台的强监管是消费者的购物保障,当平台选择强监管策略时,消费者对平台给予足够的

信任。 根据郭延禄等[35]和本文研究的实际问题,本文假设平台的强监管对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心理补偿”,
记参数 B i( i = 1,2;B1 > B2) ,分别为冲动消费和理性消费的消费者获得的心理补偿。 对于冲动消费的消费

者来说,他们观看直播频率和购物频率更高,且更容易在购物后产生后悔情绪,对网红售后和平台监管的要

求更高,因此 B1 > B2,这是一个“基本无害”的假设(H5)。 模型符号以及参数含义如表 1 所示。

541

赵　 雪等:
 

网红直播带货售后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表 1　 参数说明

符号 参数含义

G 网红主播选择高效的售后服务时获得的基础带货收益

D 网红主播选择低效的售后服务时获得的基础带货收益

A 冲动消费的消费者获得的功能收益

F 理性消费的消费者获得的功能收益

E 冲动消费的消费者获得的情感收益

W1 ,
 

W2 网红主播选择不同售后类型,消费者给网红主播带来的超额收益

Q1 ,
 

Q2 网红主播选择低效售后时,不同消费类型的消费者流失给网红带来的损失

Q3 ,
 

Q4 直播平台弱监管时,不同消费类型的消费者流失给平台带来的损失

K1 ,
 

K2 直播平台实施强监管时,对网红主播的惩罚力度

S1 ,
 

S2 网红主播选择不同售后类型时,消费者获取的效应损失

S3 网红低效售后和直播平台弱监管时,消费者获取的效应损失

α1 ,
 

α2 直播平台不同监管力度下,对网红基础带货收益的抽成系数

h1 ,
 

h2 不同消费类型的消费者退换货的概率

B1 ,
 

B2 平台强监管对不同消费类型的消费者带来的心理补偿

(二)
 

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根据模型假设,构建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的收益矩阵

策略
网红主播
(x,1-x)

直播平台
(y,1-y)

消费者
( z,1-z)

(高效售后,强监管,冲动消费) G+W1 α1(G+W1 ) A+E-h1S1 +B1

(高效售后,强监管,理性消费) G α1G F-h2S1 +B2

(高效售后,弱监管,冲动消费) G+W1 α2(G+W1 ) A+E-h1S1

(高效售后,弱监管,理性消费) G α2G F-h2S1

(低效售后,强监管,冲动消费) D+W2 -K1 -Q1 α1(D+W2 ) A+E-h1S2 +B1

(低效售后,强监管,理性消费) D-K1 -Q2 α1D F-h2S2 +B2

(低效售后,弱监管,冲动消费) D+W2 -K2 -Q1 α2(D+W2 ) -Q3 A+E-h1S3

(低效售后,弱监管,理性消费) D-K2 -Q2 α2D-Q4 F-h2S3

三、
 

稳定性及演化路径分析

(一)复制动态分析

1.
 

网红主播的复制动态分析

设网红主播选择高效售后服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11,选择低效售后服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12,平均

收益为 Ux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则有

U11 = yz(G +W1) + y(1 - z)G + (1 - y) z(G +W1) + (1 - y)(1 - z)G
      

(1)
U12 = yz(D +W2 -K1 -Q1) + y(1 - z)(D -K1 -Q2) +

(1 - y) z(D +W2 -K2 -Q1) + (1 - y)(1 - z)(D -K2 -Q2)
 

(2)
Ux = xU11 + (1 - x)U12

                            (3)
则网红主播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 = x(U11 -Ux) = xU11 + (1 - x)U12 = x(1 - x)[G - D +K2 +Q2 + y(K1 -K2) + z(Q1 - Q2 + W1 -W2)]
                    

(4)
则 x 的一阶导数为

∂F(x)
∂x

= (1 - 2x)[G - D +K2 +Q2 + y(K1 -K2) + z(Q1 - Q2 +W1 -W2)]
     

(5)

令 R(y) = G - D + K2 + Q2 + y( K1 - K2) + z( Q1 - Q2 + W1 - W2) , 当 R(y) = 0, 即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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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G -K2 -Q2 - z(Q1 - Q2 +W1 -W2)
K1 -K2

,此时
∂F(x)

∂x
≡ 0,无法确定网红主播的稳定策略。 当 R(y) ≠ 0,需

要进行分类讨论:

(1) 当 R(y) > 0, 即
D - G -K2 -Q2 - z(Q1 - Q2 +W1 -W2)

K1 -K2
< y < 1 时, 则

 dF(x)
dx x = 1

< 0,
 

dF(x)
dx x = 0 > 0,此时 x = 1 是网红主播策略的稳定状态,即网红主播倾向于提供高效的售后策略,策略演化

相位图如图 1(a)所示。

( 2 ) 当 R(y) < 0, 即 0 < y <
D - G -K2 -Q2 - z(Q1 - Q2 +W1 -W2)

K1 -K2
时, 则

 dF(x)
dx x = 1

> 0,
 

dF(x)
dx x = 0 < 0,此时 x = 0 是网红主播策略的稳定状态,即网红主播倾向于提供低效的售后策略,策略演化

相位图如图 1(b)所示。

图 1　 网红主播策略演化相位图

2.
 

直播平台的复制动态分析

设直播平台选择强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21,选择弱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22,平均收益为 Uy ,根
据演化博弈理论,则有

U21 = xzα1(G +W1) + x(1 - z)α1G + (1 - x) zα1(D +W2) + (1 - x)(1 - z)α1D
   

(6)
U22 = xzα2(G +W1) + x(1 - z)α2G

 

+ (1 - x) z[α2(D +W2) -Q3] +
         

(7)
                          

(1 - x)(1 - z)(α2D -Q4)
 

Uy = yU21 + (1 - y)U22
                            (8)

则直播平台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 = y(U21 -Uy) = yU21 + (1 - y)U22 = y(1 - y){(1 - x)[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 x(α1 -α2)(G +W1z)}

                   

(9)
∂F(y)

∂y
= (1 - 2y){(1 - x)[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 x(α1 -α2)(G +W1z)} (10)

令 E(x) = (1 - x)[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 x(α1 -α2)(G +W1z) ,当 E(x) = 0,即 x =
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α1 -α2)(D - G) +Q4 - z[(α1 -α2)(W1 -W2) - (Q3 -Q4)]
,此时

∂F(y)
∂y

≡ 0,无法确定直播平台的稳定

策略。 当 E(x) ≠ 0,需要进行分类讨论:

(1) 当 E(x) > 0,即 0 < x <
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α1 -α2)(D - G) +Q4 - z[(α1 -α2)(W1 -W2) - (Q3 -Q4)]
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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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y y = 1

< 0,
 ∂F(y)

∂y y = 0
> 0,此时 y = 1 是直播平台策略的稳定状态,即直播平台倾向于强监管的策略,

策略演化相位图如图 2(a)所示。

(2) 当 E(x) < 0,即
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α1 -α2)(D - G) +Q4 - z[(α1 -α2)(W1 -W2) - (Q3 -Q4)]
< x < 1 时,则

 

∂F(y)
∂y y = 1

> 0,
 ∂F(y)

∂y y = 0
< 0,此时 y = 0 是直播平台策略的稳定状态,即直播平台倾向于弱监管的策略,

策略演化相位图如图 2(b)所示。

图 2　 直播平台策略选择的相位图

3.
 

消费者的复制动态分析

设消费者选择冲动消费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31,选择理性消费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U32,平均收益为 Uz ,根
据演化博弈理论,则有

U31 = xy(A + E -h1S1 +B1) + x(1 - y)(A + E - hS1) + (1 - x)y(A +
E - hS2 +B1) + (1 - x)(1 - y)(A + E - hS2)

         

(11)
                                     

U32 = xy(F +B2) + x(1 - y)F + (1 - x)y(F +B2) + (1 - x)(1 - y)F
       

(12)
Uz = xU31 + (1 - x)U32

                          (13)
则消费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 z) = z(U31 -Uz) = zU31 + (1 - z)U32 = z(1 - z)[A + E - F + y(B1 -B2) -
(h1 -h2)(1 - x)(S3 +S2y -S3y) - xS1(h1 -h2)]

                  

(14)
∂F( z)

∂z
= (1 - 2z)[A + E - F + y(B1 -B2) + (h1 -h2)(1 - x)(S3 +S2y -S3y) - xS1(h1 -h2)]

                                                     

(15)

令 H(y) = A + E - F + y(B1 -B2) + (h1 -h2)(1 - x)(S3 +S2y -S3y) - xS1(h1 -h2) ,当 H(y) = 0,即

y =
A + E - F + (h1 -h2)(1 - x)S3 - xS1(h1 -h2)

(B2 -B1) - (h1 -h2)(1 - x)(S2 -S3)
,此时

∂F( z)
∂z

≡ 0,无法确定消费者的稳定策略。 当

H(y) ≠ 0,需要进行分类讨论:

(1) 当 H(y) > 0,即 0 < y <
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α1 -α2)(D - G) +Q4 - z[(α1 -α2)(W1 -W2) - (Q3 -Q4)]
时,则

 

∂F( z)
∂z z = 1

< 0,
 ∂F( z)

∂z z = 0
> 0,此时 z = 1 是消费者策略的稳定状态,即消费者冲动消费策略下,策略演化相

位图如图 3(a)所示。

(2)当 H(y) < 0,即
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α1 -α2)(D - G) +Q4 - z[(α1 -α2)(W1 -W2) - (Q3 -Q4)]
< y < 1 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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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z)
∂z z = 1

> 0,
 ∂F( z)

∂z z = 0
< 0,此时 z = 0 是消费者策略的稳定状态,即消费者理性消费策略下,策略演化相

位图如图 3(b)所示。

图 3　 消费者策略演化的相位图

(二)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性分析

根据三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可以推出该系统的 Jacobian 矩阵如式(16)所示。

J =

∂F(x)
∂x

∂F(x)
∂y

∂F(x)
∂z

∂F(y)
∂x

∂F(y)
∂y

∂F(y)
∂z

∂F( z)
∂x

∂F( z)
∂y

∂F( z)
∂z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n11 n12 n13

n21 n22 n23

n31 n32 n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6)

其中:
n11 = (1 - 2x)[G - D +K2 +Q2 + y(K1 -K2) + z(Q1 - Q2 +W1 -W2)]
n12 = x(1 - x)(K1 -K2)
n13 = x(1 - x)(Q1 -Q2 + W1 -W2)
n21 = y(y - 1)[Q4 + z(Q3 -Q4) + (α1 -α2)(D - G -zW1 +zW2)]
n22 = (1 - 2y){(1 - x)[Q4 + z(Q3 -Q4) + (α1 -α2)(D +W2z)] + x(α1 -α2)(G +W1z)}
n23 = y(1 - y)[(1 - x)(Q3 -Q4) + (α1 -α2)(W2 -W2x +W1x)]
n31 = z(1 - z)h(S2 -S1)
n32 = z(1 - z)[(B1 -B2) - (h1 -h2)(1 - x)(S2 -S3)]
n33 = (1 - 2z)[A + E - F + y(B1 -B2) + (h1 -h2)(1 - x)(S3 +S2y -S3y) - xS1(h1 -h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联立三方复制动态方程,令:

F(x) = dx
dt

= F(y) = dy
dt

= F( z) = dz
dt

= 0
             

(17)

根据式(17),可以得到该系统的 14 个局部均衡点为: E1(0,0,0),E2(0,0,1),E3(0,1,0),E4(0,1,1) , E5(1,0,0),

E6(1,0,1), E7(1,1,0), E8(1,1,1), E9 1,
S1(h1 -h2) - A - E + F

B1 -B2
, - G

W1
( ) ,

E10

A + E - F +B1 -B2

(h1 -h2)(s1 -s2)
,1,

D - G - K -Q2

Q1 -Q2 +W1 -W2
( ) , E11 (

Q3 + (α1 -α2)(D +W2)
Q3 + (α1 -α2)(D +W2 - G -W1)

,
G - D +K2 +Q1 +W1 -W2

K2 -K1
,

1 ) , E12 0,
A + E - F -S3(h1 -h2)

B2 -B1 + (h1 -h2)(s2 -s3)
,

Q4 + D(α1 -α2)
Q4 -Q3 +W2(α1 -α2)( ) , E13

A + E - F -S3(h1 -h2)
(h1 -h2)(S1 -S3)

,0,
G - D +K2 +Q2

Q2 -Q1 +W2 -W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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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Q4 + D(α1 -α2)
Q4 + (D - G)(α1 -α2)

,
G - D +K2 +Q2

K2 -K1
,0( ) 。

根据前文假设,可知 W1 >W2,
 

α1 > α2,
 

h1 > h2,
 

S1 < S2,
 

Q1 >Q2,
 

Q3 >Q4,
 

B1 > B2。 对此进行均衡点

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当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都为负数时,此时的局部均衡点即为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36] 。 计算每一个均衡点所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如表 3 所示。 根据表 3 可知,可
能的稳定点为 E3(0,1,0)、E4(0,1,1)、

 

E7(1,1,0)、
 

E8(1,1,1) 。 为此需要对直播生态下的三方行为演化做

进一步的分析。

表 3　 均衡点及局部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特征值 特征值符合 稳定性

E1(0,0,0)
G-D+K2 +Q2 待定

Q4 +D(α1 -α2 ) >0
A+E-F-S3(h1 -h2 ) 待定

不稳定

E2(0,0,1)
G-D+K2 +Q1 +(W1 -W2 ) 待定

Q3 +(α1 -α2 )(D+W2 ) >0
-[A+E-F-S3(h1 -h2 )] 待定

不稳定

E3(0,1,0)
G-D+Q2 +K1 待定

-[Q4 +D(α1 -α2 )] <0
A+E-F+(B1 -B2 ) -S2(h1 -h2 ) 待定

可能稳定

E4(0,1,1)
G-D+K1 +Q1 +(W1 -W2 ) 待定

-[Q3 +(α1 -α2 )(D+W2 )] <0
-[A+E-F+(B1 -B2 ) -S2(h1 -h2 )] 待定

可能稳定

E5(1,0,0)
-[G-D+K2 +Q2 ] 待定

G(α1 -α2 ) >0
A+E-F-S1(h1 -h2 ) 待定

不稳定

E6(1,0,1)
-[G-D+K2 +Q1 +(W1 -W2 )] 待定

(α1 -α2 )(G+W1 ) >0
-[A+E-F-S1(h1 -h2 )] 待定

不稳定

E7(1,1,0)
-[G-D+Q2 +K1 ] 待定
-[G(α1 -α2 )] <0

A+E-F+(B1 -B2 ) -S1(h1 -h2 ) 待定

可能稳定

E8(1,1,1)
-[G-D+K1 +Q1 +(W1 -W2 )] 待定

-[(α1 -α2 )(G+W1 )] <0
-[A+E-F+(B1 -B2 ) -S1(h1 -h2 )] 待定

可能稳定

E9 ~E14 存在特征值符号相异 鞍点

四、数值仿真

根据参考文献[35,37-38]的参数设置,以及既往研究的做大[39-40] ,对涉及的参数赋值后进行仿真模拟,更直

观的观察直播生态下网红主播、直播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演化轨迹以及对参数的敏感程度。 本文的仿真模

拟分为四类,分别是整体参数稳定性分析,收益类、损失类和系数类三大类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在进行参数

分析时,假设的参数选择与整体稳定性分析的参数选择保持一致,仅调整特定的参数假设。
(一)演化稳定策略

情形 1:对于均衡点 E3(0,1,0),即策略选择为(低效售后,强监管,理性消费),需要满足条件 G<D-Q2 -

K1,
 

A+E+B1 -S2h1 <F+B2 -S2h2。 假设参数 G= 15,D= 45,F= 10,A= 15,E= 5,W1 = 7,W2 = 5,Q1 = 7,Q2 = 5,Q3 =
7,Q4 = 5,K1 = 14,K2 = 7,S1 = 13,S2 = 30,S3 = 15,α1 = 0. 4,α2 = 0. 2,h1 = 0. 85,h2 = 0. 15,B1 = 5,B2 = 2。 如图 4 所

示,无论网红主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初始参与意愿如何,最终获得 ESS 为 E3(0,1,0)。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在直播平台强监管的状态下,虽然网红主播低效售后会获得平台罚款和流量损失,但其获得的总收

益高于高效售后时获得的总收益,消费者理性消费获得的总收益高于冲动消费获得的总收益,或消费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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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消费时获得的效应损失较大。
情形 2:对于均衡点 E4(0,1,1) ,即策略选择为(低效售后,强监管,冲动消费),需要满足条件 G +W1 <

D +W2 -Q1 -K1,A + E +B1 -S2h1 > F +B2 -S2h2。 假设参数 G = 15,
 

D = 45, F = 10, A = 20, E = 7, W1 = 7,
W2 = 5, Q1 = 7, Q2 = 5, Q3 = 7, Q4 = 5, K1 = 15, K2 = 7, S1 = 5, S2 = 10, S3 = 15, α1 = 0. 4, α2 = 0. 2, h1 = 0. 6, h2 =
0. 3, B1 = 5, B2 = 2。 如图 5 所示,无论网红主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初始参与意愿如何,最终获得 ESS 为

 

E4(0,
1,1) 。 此时,政府的策略选仍为强监管策略,对低效售后的网红实施罚款,但网红主播由于低效售后服务获

得的总收益仍然高于高效售后获得的总收益,消费者冲动消费获得的总收益大于其理性消费获得的总收益。
情形 3:对于均衡点 E7(1,1,0) ,即策略选择为(高效售后,强监管,理性消费),需要满足条件 G > D -

Q2 -K1,A + E +B1 -S1h1 < F +B2 -S1h2。 假设参数选取 G = 15, D = 20,
 

F = 15, A = 15, E = 5, W1 = 7,W2 =
5,Q1 = 10, Q2= 5, Q3= 7, Q4= 5, K1= 15, K2= 7, S1= 15,

 

S2= 25, S3= 45, α1= 0. 4, α2= 0. 2, h1= 0. 85, h2= 0. 15,
B1 = 5, B2 = 2。 如图 6 所示,无论网红主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初始参与意愿如何,最终获得 ESS 为 E7(1,1,
0) 。 政府选择的策略仍为强监管。 此时,网红主播提供高效的售后服务时获得的较高的收益,消费者冲动

消费时获得的损失较高。
情形 4:对于均衡点 E8(1,1,1) ,即策略选择为(高效售后,强监管,冲动消费),需要满足条件 G +W1 >

D +W2 -Q1 -K1,A + E +B1 -S1h1 > F +B2 -S1h2。 假设参数选取 G = 15, D = 20, F = 10, A = 20, E = 7,W1 =
7,W2 = 5, Q1 = 7, Q2 = 5, Q3 = 7, Q4 = 5, K1 = 15,

 

K2 = 7, S1 = 5, S2 = 10, S3 = 15, α1 = 0. 4, α2 = 0. 2, h1 = 0. 6,h2 =
0. 3,B1 = 5,B2 = 2。 如图 7 所示,无论网红主播、平台和消费者的初始参与意愿如何,最终获得 ESS 为

图 4　 均衡点为 E3(0,1,0)
  

　 　 　
图 5　 均衡点为 E4(0,1,1)

图 6　 均衡点为 E7(1,1,0)
    

　 　 　
图 7　 均衡点为 E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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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1,1,1)。 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利益,当高效售后获得总收益更高,网红选择高效售后服务的策

略。 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的强监管为消费者冲动消费提供了安全保障,且冲动消费获得收益高于理性消

费获得的收益,或者冲动消费获得的情感收益更大,这都会引致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冲动消费。
(二)收益类参数分析

1.
 

网红主播的收益变动对均衡策略的演化分析

(1)网红主播的带货收益变化对均衡演化的影响

在满足 G > D -Q2 -K1,A + E +B1 -S1h1 < F +B2 -S1h2 的条件下,将参数 D 分别设置为 33、35 和 38。
如图 8 所示,随着网红低效售后获得的带货收益 D 不断增加并超过其期待的收益阈值时,网红主播的策略

由高效售后向低效售后发生转变。 当 D = 38 且 x0 = 0. 8 时,网红主播初始表现出低效售后倾向,此时直播平

台的策略选择向强监管收敛。 大约在 t = 0. 5 时,直播平台的策略选择收敛于强监管,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

缓慢向高效售后收敛。 在后期,网红主播又快速向低效售后收敛。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初期,低
效售后的收益对网红存在巨大的吸引力,且直播平台的监管力度较弱,网红主播利用这段时间的监管空白,
向消费者提供低效的产品售后。 随着直播平台实施强监管并规范网红直播行为,对消极售后的网红采取罚

款、降低其流量分配等处罚。 但是低效售后获得的收益足以抵消平台惩罚带来的损失,因此为了降低直播

平台的注意力,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缓慢向低效售后收敛。 最后,当网红主播厘清直播平台的监管套路,便
快速向低效售后收敛。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参数 G 的取值变化上。 同样在策略选择(高效售后,强监管,理
性消费)的情形下,高效售后获得的收益 G 的取值越小,网红主播越容易选择低效售后策略,但两个参数的

敏感度存在差别。 根据图 9,在其余参数取值相同的情况下,单独改变参数 G 和参数 D 的取值,可以发现其

他仿真曲线完全重合,但在 x0 = 0. 8 时,参数 G 的变动对网红主播策略选择的敏感度更高。 为获得更加严谨

的结论,本研究在(低效售后,强监管,理性消费)的策略组合下,改变参数 D 和 G 的取值进行比较,发现两者

的仿真曲线完全重合,不存在差别,而只有在网红主播初始策略选择为“高效售后”时,改变参数 D 和 G 的取

值才会出现如图 9 所示的敏感度差别。
在满足 G < D -Q2 -K1,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条件下,分析参数 G 取值与网红主播的策略

选择之间的关系。 如图 10 所示,在 x 的初始概率设置为 0. 8 的情况下,选择参数 G 取值为 17、18、20、21,出
现震荡型曲线,且没有衰减趋势。 当参数 G = 17 和 G = 18 时,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出现(低效售后,高效售

后)的周期性特征,当参数 G = 20 和 G = 21 时,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出现(高效售后,低效售后)的周期性特

征。 一方面,高效售后带来的收益对网红的诱惑比较大,随着带货收益的增加,让网红主播更愿意选择高效

售后。 另一方面,低效的售后影响网红主播的声誉,违反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平台的强监管让网红主播面

临处罚和流量损失。 这导致网红主播在高效售后和低效售后之间进行周期性的选择。
(2)网红主播超额收益的变化对均衡演化的影响

在满足 G +W1 < D +W2 -Q1 -K1,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条件下,随着参数 W1 的逐渐增加,

图 8　 参数 D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9　 参数 G 和 D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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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参数 G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网红主播的均衡策略由低效售后向高效售后转变。 如图 11
所示,当 W1 = 20 时,从初始点起, x 值呈快速下降随后缓慢上

升的趋势,并稳定收敛于 1,总体呈现“U”型。 由此可见,在网

红主播初始策略为低效售后时,对消费者冲动消费带来的超

额收益的敏感度略低,策略稳定的过程略显滞后。
在满足 G +W1 > D +W2 -Q1 -K1,A + E +B1 -S1h1 > F

+B2 -S1h2 的条件下,随着参数 W2 数值的增加,网红主播的均

衡策略产生改变。 如图 12 所示,相比较于图 11 中 W1 的变

化,网红主播对 W2 的变化更加敏感。 可能的原因是,网红主

播已经免疫了部分消费者的冲动消费,更在意的是从理性消

费者身上获得的潜在收益。 他们往往更希望通过直播场景氛

围、弹幕实时互动等方式提高理性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以此获

得更高的带货收益。
2.

 

消费者的收益变动对均衡策略的演化分析

(1)消费者功能收益变化对均衡演化的影响。
分别在网红主播低效售后的条件状态下,即 G < D -Q2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以及在网红

主播选择高效售后的状态下,即 G > D -Q2 -K1,
 

A + E +B1 -S1h1 < F +B2 -S1h2,改变参数 A 的值,观察其变

化。 如图 13 所示,在网红主播低效售后时,消费者冲动消费获得的功能收益需要足够高才会选择冲动消费。
根据图 14 所示,在网红主播高效售后的情形下,消费者冲动消费获得的功能收益 A 由 10 增加到 12 时候,

�Lt

图 11　 参数 W1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12　 参数 W2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13　 网红低效售后下 A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14　 网红高效售后下 A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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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倾向冲动消费,但 z 的值表现为先下降然后上升,缓慢收敛于 1,总体呈现“U”型关系。 而且,“U”型曲

线的最低点近似与 x 值收敛于 1 的位置相近。 由此可见,网红主播售后服务的选择对消费者的消费策略选

择具有较大的影响。
分别在网红主播低效售后的条件状态下,即 G +W1 > D +W2 -Q1 -K1,

 

A + E +B1 -S1h1 > F +B2 -S1

h2,和在网红主播选择高效售后的状态下,即 G +W1 < D +W2 -Q1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随
着参数 F 值的增加,消费者的策略选择皆为理性消费。 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当网红主播选择的策略是低效

售后时,消费者比网红主播选择高效售后的状态下更快收敛于理性消费。 这说明,偏好理性的消费者更愿

意在网红主播高效的售后服务下产生消费意愿。

zyx

图 15　 网红高效售后下 F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zyx

图 16　 网红低效售后下 F 变动对均衡点的影响

(2)消费者情感收益变化对均衡演化的影响。

zyx

图 17　 参数 E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在 G < D -Q2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

条件下,改变参数 E 的值,观察其变化。 如图 17 所示,随着参

数 E 的增加,消费者的策略发生改变。 在直播生态下,平台用

户兼具“消费者”和“粉丝”的双元身份,网红主播兼具“中介”
和“网红”的双元身份。 对于网红和粉丝的“虚拟亲密”关系

来说,两者之间存在情感联结与依赖[41] 。 这种联结类似于娱

乐圈中“粉丝”对“明星”之间的追捧。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

把观看“偶像”直播作为享受和精神慰藉,对网红主播给予足

够的信任和情感。 因此,当网红主播选择的低效售后时便是

在消耗粉丝的信任,通过透支这种信任获得带货收入。 这与

现实世界中在网红售后服务差、质量存在问题等情况下仍然

有消费者愿意为其买单的原因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

是一个健康的购物环境。
(三)损失类参数分析

1.
 

网红主播的损失变动对均衡策略的演化分析

在满足 G +W1 < D +W2 -Q1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条件下,调整参数 Q1 的数值,观
察其变化。 如图 15 所示,随着参数 Q1 值的增加,网红的策略选择由低效售后向高效售后转变,收敛于

E8(1,1,1) 。 在满足 G < D -Q2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条件下,调整参数 Q2 的数值,观察

变化。 如图 17 所示,随着参数值 Q2 的增加,网红的策略选择由低效售后向高效售后的策略转换,收敛于

E3(0,1,0) 。 根据图 18 和图 19 所示,网红选择策略的概率先减少后增加,分别呈现“U”型和弱“U”型。 在

图 15 中,“U”型的最低点与直播平台和消费者收敛点的时间近似相等。 在图 19 中,“U”型的最低点与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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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参数 Q1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zyx

图 19　 参数 Q2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平台收敛点的时间近似相等。 对于网红主播来说,流量损失包括私域流量损失和公域流量损失。 低效售后

让网红主播产生信任危机,导致部分消费者对网红主播的信誉产生怀疑,损失了部分私域流量。 同时,网红

的信誉变化引致直播平台对网红的流量分配产生了倾斜,促使网红主播产生公域流量的损失。 当这种流量

损失超过了一定的损失阈值,网红主播的策略选择便会发生改变。
2.

 

消费者的损失参数变动对均衡策略的演化分析

在满足 G > D -Q2 -K1,
 

A + E +B1 -S1h1 < F +B2 -S1h2 的条件下,调整参数 S1 的数值,随着参数 S1 减

小,消费者的策略选择由理性消费向冲动消费转换。 在满足 G < D -Q2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

h2 的条件下,随着参数 S2 减小,消费者的策略选择由理性消费向冲动消费转换。 根据图 20 和图 21,网红主

播低效售后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更大,这就导致在参数 S1 = 9 和 S2 = 19 时,分别出现倾向于冲动消费和理性

消费的情况。 对消费者而言,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会对可能产生的损失进行评估,而 S1 和 S2 是消费者需要重

点考虑的因素,力求在购物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zyx

图 20　 参数 S1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21　 参数 S2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四)系数类参数分析

在满足 G +W1 < D +W2 -Q1 -K1,
 

A + E +B1 -S2h1 > F +B2 -S2h2 的条件下,改变参数 E 和 h1 的数值,
观察其变化。 如图 22 和 23 所示,当参数情感收益 E = 2 时,随着参数 h1 的增加,消费者倾向理性消费;当情感

收益 E = 8 时,消费者在 h1 = 0. 6 时皆选择冲动消费,在 h1 = 0. 8 时选择理性消费。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源于消费者与网红主播之间的“虚拟亲密”关系,导致消费者对网红主播过度追捧,从而产生不健康的购物环

境。 对于消费者而言,理应在发现问题时,积极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倒逼网红主播提高其售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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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参数 E =2 时 h1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图 23　 参数 E =8 时 h1 变化对均衡点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网红经济是作为当下重要的经济发展内容,从刚开始的文字网红,到后来的图片网红,再到现在的全媒

体网红,已然得到当下消费主体的认可。 但是,网红的大量涌现,使得本就乱象迭生的网红行业变得更加鱼

龙混杂。 本文选择直播平台、网红主播和消费者三个利益群体形成网红经济系统,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并使

用 MATLAB 对模型进行仿真,主要研究结论和讨论如下:
(1)带货收益是左右网红主播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网红主播对高效售后带来的收益敏感性较高,但是

高效售后带来的超额收益敏感度略低。 在面对策略选择时,网红主播对平台监管强度持观望态度,其策略

选择与直播平台的监管策略同步变化。 但是,作为消费者的产品意见领袖,网红的策略选择不应只受利益

驱使。 通过消耗自身的声誉和信用,一昧地把粉丝文化转化为销售数字,并不利于网红经济的发展。 对于

网红主播来说,理应树立“个人品牌”意识,做好产品“意见领袖”的本质工作,并积极协调产品售后出现的诸

多问题。 作为“产品中介”的网红主播,更应严格把控带货产品的质量,并承担协调商家与消费者的责任。
(2)直播平台的强监管是维持健康购物环境的必然选择,监管强度决定着网红主播的售后态度和消费

者的权益保障。 本文发现,网红主播对流量损失较为敏感。 因此,直播平台可以从流量分配的角度考虑对

网红的监管惩罚。 对于严重违反直播和带货规则的网红,应采取“零容忍、严制裁”的措施,提高网红进入直

播带货行业的准入门槛。 而且,以监管网红售后为抓手,可以倒逼网红严格审核产品质量。
(3)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功能收益和效应损失是影响其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网红主播

不同的策略选择下,消费者对产品功能收益的敏感度存在差异。 在网红主播高效售后的策略下,消费者即

使获得较低的功能收益仍然存在较高的消费意愿。 同样在此背景下,即使消费者消费后的退换货概率较

高,其在直播间的消费意愿仍然很高。 在低效售后策略的状态下则相反。 可见,即使是线上网络购物,消费

者对售后服务的注意力并没有松懈。 对于无法及时沟通和解决产品问题的网红主播,消费者应积极通过投

诉、追责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4)消费者与网红主播存在明显“虚拟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的维持下,使得消费者兼具的“平台用

户”和“粉丝”的多元属性愈加显著。 这便出现一种非常规现象:即使网红的产品质量较差、售后服务较低,
仍然有粉丝愿意为其消费。 这与现实中部分网红存在“翻车”情况时,仍然存在消费者为其维护和消费的情

况相吻合。 然而,这种消费方式是对网红售后差、产品质量不过关的零容忍,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网络购物环

境。 对于这种类型的网红主播,消费者理应保持情感理性,及时脱粉并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倒逼网红承担其

应尽的责任。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网红直播带货存在将“网红经济”转变成“粉丝经济”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主要

原因可能在于网红与其直播带货活动中的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显著的“黏性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饭

圈”文化中的“追星”现象。 当网红在某一平台进行直播带货时,购买相关产品的平台用户便赋予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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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而其中一部分消费者更是网红的“粉丝”,拥有“粉丝”身份,这种身份交织似乎纵容了网红在选品和售

后等关键问题上的瑕疵。 尽管本文对此现象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但这可能对网络直播带货的健康发

展构成了不利因素。 未来学者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关系产生的具体逻辑和特征,以及这种关系可能

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关系与目前我国直播带货领域的健康长久发展之间的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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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ubject
 

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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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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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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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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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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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Streaming
 

on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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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The
 

after-sales
 

service
 

in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continuously
 

affects
 

consumers􀆳
 

shopping
 

experience,
  

posing
 

an
 

obstacl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web
 

celebrities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eb
 

celebritie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behaviors
 

of
 

consumers
 

was
 

analyzed,
  

and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was
 

constructed.
  

Meanwhile,
  

the
 

evolutionary
 

game
 

process
 

and
 

laws
 

of
 

different
 

subjects􀆳
 

behavior
 

under
 

the
 

change
 

of
 

parameters
 

of
 

gain,
  

loss,
  

and
 

coefficient
 

categorie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model,
  

the
 

“multiple”
 

attributes
 

of
 

th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web
 

celebrities,
  

and
 

consumer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emotional
 

benefits
 

of
 

consumers
 

in
 

the
 

process
 

of
 

live
 

streaming
 

consumption
 

were
 

extended.
  

It
 

is
 

found
 

that
 

web
 

celebrity
 

is
 

more
 

sensitive
 

to
 

revenue
 

in
 

the
 

state
 

of
 

efficient
 

after-sales
 

and
 

less
 

sensitive
 

to
 

excess
 

revenue
 

from
 

consumers􀆳
 

impulsive
 

consumption.
  

Consumer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web
 

celebriti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how
 

a
 

tendency
 

to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web
 

celebrity􀆳s
 

after-sales
 

attitude
 

changes
 

in
 

tandem
 

with
 

the
 

regulatory
 

intensity
 

of
 

the
 

platform.
  

In
 

the
 

case
 

of
 

web
 

celebrity􀆳s
 

efficient
 

after-sale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does
 

not
 

decline
 

significantly
 

even
 

if
 

they
 

have
 

lower
 

functional
 

gains
 

and
 

higher
 

return
 

rates.
 

Keywords: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emotional
 

attachment;
  

evolutionary
 

game;
  

impulsiv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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